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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钩沉

新年前后，两则新闻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一是截至
2014 年底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清理甄别结果，1 月 5 日汇总
至财政部，数字尚未出炉，已有消息称地方上报数据时倾
向做大债务盘子；二是各地纷纷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
策，除了普遍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还有多个城
市下调了二套房首付比例，希望借此提振房地产市场。二
者看似并无紧密的相关性，其实都指向同一事实：地方政
府“不差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得不过上紧日子。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处于深受诟病的事权与支
出责任并不匹配的状态，中国地方政府手中的资金却相对
充裕。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基于现有宏观
税负水平、税费的顺周期特性和日益严格的征管，地方公
共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经济增速，动辄年增幅达到
20%~30%甚至更高；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地
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屡创新高。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也不降反增，而且，可以将增
值的土地作为优质抵押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以获取更
充裕的银行贷款。

不过，该来的终归要来。这种高歌猛进的局面已经发
生变化，过往支撑地方财政高增长的因素纷纷减弱甚至逆
转。首先，最近两年，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增长向中高速
增长的增速转换期，与此相适应，公共财政收入不可避免
地告别了超常规增长阶段。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4年前
11个月，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仅增长 6.4%，低于同期经
济增速，这是多年来罕见的；陆续公布的各省份 2014年财
政快报数据显示，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幅明显放缓，多集中
在 7%~8%之间，有的省份甚至不足 5%，财政收入放缓在
资源大省和传统产业集中的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房地产趋势性放缓已成定局，地方土地出让收
入面临拐点。由于人口结构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之先期
政策调控影响，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即使是
在降低二套房购买门槛和降息的刺激下，也只是成交量扩
大，房价并未出现明显上涨，在不少二、三线城市降幅明
显。与此一致的是，土地出让收入也出现下滑。德意志银
行认为，进入 2015年后，房产市场低迷的效应将全面反映
在中国财政收入上，并发出警告：中国将面临 30余年来最
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论点也许过于悲观，但其揭示的问
题却值得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中央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治理势在必行，却客观上暂
时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2014年下半年以来，债务整顿
力度加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 43 号文） 明确，地方政府对其债务负有偿还责
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随后，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中证登陆续出台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防范企业
债风险的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厘
清。未来一段时间处于举债机制的转轨过渡期，可以预
见，地方政府将面临更大的偿债还款压力，其融资能力势
必受到影响。

在中国改革发展中，地方政府责任重大，其长久处于
捉襟见肘窘境并非国民之福。缓解财政拮据，出路无非开
源与节流二途。开源不应是变相加税，加重企业和居民负
担，亦不应继续绞尽脑汁，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政
策创新”，来提升融资能力。有专家担忧当前热议的 PPP
沦为地方政府新的债务工具，并非杞人之忧。可取的做法
是顺应财税改革的大势，逐步提高国有资本上缴比例，真
正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强调预算编制的科学化精细化，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在节流方向，除了近年来提及较多的压缩行政开支，
特别是“三公经费”，治本之策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
模式，改变软预算约束，这涉及多项改革。在现行体制
下，地方政府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这与 GDP为
主的考核体系密切相关。未来，应在官员的经济业绩考核
中，加入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政府资产平衡表的考量，关
注长期债务风险，引入“债务问责”。同时，可考虑在债
券市场允许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城投债违约，使“政府不救
助”成为现实，消除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

应该承认，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
的诸多改革中推进力度较大、进展较快的一项，新预算法
出台、地方债清理等诸多事项都在朝着世人期待的方向迈
进。地方财政拮据再次表明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在内的诸多
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除了当前正在推进的营改增等改
革，还应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调整，呼吁多
年的“理顺省以下财政关系”也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改
革既已起步，地方政府的拮据，切不可成为放慢改革步伐
的借口，须知深化改革是闯过难关的根本途径。（2015年
第 2期 财新 《新世纪》 周刊 舒立）

破解地方财政难题
2014 年中国外交初现端倪，我们的

研究也刚刚开始。接下来对中国外交的
研究，我们需要注重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呢？

第一需要注重的就是周边人脉工程
建设。 2013 年 10 月的中央周边外交工
作座谈会，提出来一个主要的抓手，就
是人脉工程建设，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
文章是讲周边的人脉工程。外交是靠
人，生意也是靠人去做的。周边外交是
以经贸为抓手，人文为依托。没有人文
为依托的话，怎么去搞这种合作？最大
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熟悉的政府执
政党官员不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跟他们
的合作项目还能不能推进？缅甸就是一
个例子，今后这种例子越来越多。这个
就要靠长期的人脉工程。美国的盟国为
什么不管哪个党上台，都得靠着美国？
人脉工程的实施是中国今后要花大力气
去解决的。

第二是周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我们
讨论经济比较多，但是不要忘记安全是

我们的短板。在周边要什么样的安全机
制，就是要根据新的安全挑战，也要根
据亚洲的安全文化以及国家之间安全关
系的现状，来设计一些功能化的、问题
导向的安全合作机制。

这个有很多可以做。我们现在讲的
亚 洲 的 安 全 架 构 ， 它 不 是 一 个 单 一
的，涵盖一切的东西。它应该是一系
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安排来处理
这个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些安排整体
烘托了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我认
为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做更多
的研究和思考。

第三个是地区经贸合作的新机制。
我们知道地区经济合作从贸易开始到金
融，现在到互联互通，以后有没有可能
还有一种新的平台？我们必须要提出一
些新的设想来，就是中国跟周边国家的
这些经贸合作要走出新的路子，这个新
的平台是什么东西？根据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区域，要考虑有不同的合作的平
台。

第四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谋划。
“一带一路”的基本构想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细节很多，问题很多，包括
经贸合作的规划、基础设施的建设、金
融和融资的保证，还有相关国家政治社
会风险的规避等等。在这个方面，今后
要做更加具体、更加精细化的分析。

第五个是周边外交的轻重缓急。周
边的国家几十个，“一带一路”也是几
十个国家，那么哪些国家重点是经济合
作，哪些国家是安全合作，哪些国家是
首先改善政治关系？这个恐怕还是要有
一个轻重缓急的考虑，不可能面面俱
到。现在提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早期
收获，到底早期收获在什么地方？其实
安全合作也可以有早期收获。

第六个方面是周边国家的反应。我
们的周边外交大手笔出来以后，周边国
家怎么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担心，有什
么样的需求？我就在想，我们不应该仅
仅在中国开这样的讨论会，我们应该沿
着周边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开过

去，真正的要了解那个国家，必须要实
地去做调研。要更多地走出去。

最 后 一 个 就 是 周 边 外 交 的 国 内 依
托，包括国内资源的投入，国内横向、
纵向的协调以及机制的支撑。应该讲现
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成立了国
安会等等，实际上，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召开以后，接着又有相关的会议在召
开，等于就是抓落实。这方面对我们来
讲可能在体制创新、体制的调整方面也
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总体上我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它最
后能不能成功，就决定了中国能不能真
正地实现崛起，因为我们不是靠同盟、
结盟崛起。首先把周边打造成我们发展
的新平台，其次周边要聚集利益融合的
新格局、新形态，第三应该是合作的新
格局，最后在这个地区形成我们安全的
新屏障和战略的新 意 图 ， 有 了 这 样 一
个 背 景 ， 应 该 讲 我们的崛起就有了比
较坚实的基础。（2015 年 1月 2日 《东方
早报》 吴心伯）

新的一年开始了，如何让中国经济
这艘大船走得更稳更好？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不必再担心
中国经济会垮掉。2014 年，在经济上，
大刀阔斧促改革，明确市场配置资源主
线，努力简政放权，逐渐打破垄断。尤
其是国务院 43 号文，规范地方债务行
为，其意义不亚于 1990 年代的分税制改
革。房地产风险也正在回落，“以时间换
空间”策略初显成效；去掉了金融危机
和楼市危机的大患，又以法治改革打破
利益阻挠，通过实现“人”的城镇化对
内需的拉动，再加上 4 万亿美元的外汇
储备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保驾护航，

“中国崩溃论”可暂时闭耳不听了。
只是，笔者还担心两大隐形风险：

全要素生产率下滑导致的经济烂掉的风
险，以及人口红利快速消退未富先老导
致的经济活力丧失的风险。全要素生产
率风险指的是增长全靠投入而效率很
差，从而在投入耗尽后经济突然崩溃。
典型例子是苏联和东亚。

未富先老的风险是指中国人口快速
老龄化导致的经济活力下降。没有一个
老龄化国家能保持经济活力，更不能从
中等收入进入高等收入。美国国民经济
研究局对 30 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
表明，人均 GDP 在 16000 美元才告别高
速增长。我们人均 GDP 还不到一万美
元，增长就要换挡，原因何在？当前中
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占了大约 15%，2020
年预计将超过 20%，中国曾经的人口红
利突然变成了今天的人口负债。对经济
增长而言，人口负债是很沉重的负担，
这也是当年日本经济崩溃的背后元凶。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能 跑 过 人 口 老 龄 化
吗？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国梦能否变为现实，未来十年很关
键，而 2015 年的破局则更为重要。

目 前 ， 学 者 们 的 主 要 观 点 分 为 两
种：一是主张从供给侧发力，大力改善
供给，实施经济结构升级。也就是主张
以改革促发展，比如打破垄断、搞活市
场、给企业减税等。另一种是主张从需

求端发力，适当刺激需求，帮助经济渡
过难关。也就是主张要保增长，比如呼
吁降准降息、加大政府投资、松绑房地
产调控等。究竟哪种观点正确？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在现阶段，中
国经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促改
革”，另一面是“稳增长”。要看具体情
形，经济下滑时，可能会倾向“稳增
长”多一点，经济企稳时，可能会倾向

“促改革”多一点，这也是新一届政府一
直强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见性、针对
性、灵活性和审慎性。

据此，2015 年，在促改革与稳增长
之间寻求平衡应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
基调。只是笔者以为，相较于 2014 年，
2015 年宏观调控可能偏向于“稳增长”
会稍多一点。主要理由有三：第一，现
有的改革大多只是刚刚起步，要想在
2015 年就见到明显的改革红利不太现
实，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的压力仍然较
大，出于“保底线”的需要，诸如降准
降息、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基础设施

项目审批的“保增长”措施仍应陆续出
台。第二，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和经济
放缓可能会使得中国的经济风险过早暴
露。例如，地方债的改革有利于消除整
体风险以及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但在短
期可能会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增长动力甚
至消极怠工，如何确保地方政府的发展
动力不衰减是一个新的课题。再比如，
2014 年以来，高杠杆水平的企业部门的
偿债能力因利润暴跌而承压，企业的违
约风险可能会传导至影子银行业体系和
正式银行业部门，为规避系统性金融风
险，保持合适的流动性和一定的经济增
速就很有必要。第三，目前中国还没有
找到替代传统增长模式的更好模式，而
改革正是拿传统模式开刀，如果下刀太
快太狠，转型没有成功，企业就死掉了
一片，这是得不偿失的。

综合来看，对中国而言，放弃促改
革肯定不会，但放弃稳增长也是万万不
可。（2015 年 1 月 5 日 《南方都市报》 赵
晓）

莱茵河是欧洲的美丽河流，流经瑞
士、奥地利、德国、法国、荷兰等 9 个
国家后流入北海。它不仅是欧洲的风景
线，还是欧洲最忙的运输大动脉，流量
是我国长江的 1/6，运力则是长江的 6倍。

在 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中，莱茵河
遭受严重污染。特别是 20世纪中叶以冶
炼煤炭和钢铁为主业的德国开始大规模
战后重建，鲁尔工业区、法兰克福——
美因河工业区、莱茵河三角洲工业区大
量废水排入河中。生物大量死亡，莱
茵 河 的 标 志 性 动 物 鲑 鱼 在 1958 年 绝
迹。昔日涟漪碧浪的莱茵河死了，它成
为“欧洲下水道”“欧洲的厕所”。导致
水的自然循环减少，雨水须经下水道进
污。

莱茵河流域生活着 5800万人，2000
万人以莱茵河为饮用水源。在荷兰倡议
下 ， 1950 年 7 月 ， 瑞 士 、 法 国 、 卢 森
堡、联邦德国和荷兰共同成立了保护莱
茵河国际委员会 （ICPR），秘书处设在

德国科布伦茨，它只有 12名来自各国的
工作人员。作为政府间协调机构，这个
组织没有权力强制任何国家做事。当时
污染积重难返，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
区之间，扯皮推诿的事儿还会少吗？

可是这 12 人创造了管理史上的奇
迹。经不懈治理，今天莱茵河水质干净
清澈，可直接饮用，成为世界上管理得
最好的一条河流。

12人是怎么管住莱茵河的？
其一，从源头上严控污染源，控制

各种污染物入河。两岸工业和生活废水
处理率达到 98％以上。荷兰曾有一家葡
萄酒厂检测出一种从未见过的化学物
质，委员会立即组织 8 个国家的监测站
寻查，发现是法国一家葡萄园喷洒农药
的残留，污染很快得到解决。

其二，促进各成员国达成共识，即
莱茵河是个大生态系统，各国息息相
关，须一致行动。委员会最高决策机构
是每年一次的各国部长工作会议，而负

责落实的执行会议几乎每周一会。各国
分工治理，费用各自承担。

其三，强化社会压力使企业恪守责
任。超标企业必须撤出市场或作出整
改。化工企业须先接受检测，确认对环
境没有影响方可生产。

其四，尽量以“自然方式”治理，
恢复河流自然生态系统。如原有渠化堤
岸不适合水生植物和动物生长，就把它
恢复为自然滩状，以大石头替代水泥，
以使人工放养的鲑鱼能在石隙间找到微
生食物。沿岸人家后院大都有大草坪，
没有草坪而是水泥地的人家须多缴污水
处理费。理由是，房屋占地面积中草地
面积小会导致水的自然循环减少，雨水
须经下水道进污水处理厂，故须按比例
收取排污费。

委员会的主席由各国轮值，秘书长
则固定是荷兰人。因为荷兰是最下游国
家，受污染之害最大，能够站在公正立
场说话。虽然委员会“唯一的权力是公

众的荣誉感与耻辱感”，但其管理非常
出色，成为恢复河流自然生态系统的一
个典范，也是国际合作共同治理的典
范。

自古以来，治水一直是典型的公共
难题。我国长江有数万名管理者，水污
染却触目惊心。长江干流 60％水体严重
污染，危及沿江 500 多座城市饮用水。
据中国工程院的数据，全国 25％的地下
水体、118 个大中城市地下水遭受污染
(重污染城市占 64％ )。1.9 亿人饮用水有
害物质超标，全国近 50％城镇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不符合标准。

12 人 管 住 了 跨 越 9 个 国 家 的 莱 茵
河，而众多部门和几万名管理者的中国
却管不好属于本国的长江、黄河。两相
对比，发人深省。好的管理究竞是什
么？什么样的管理才是真正有绩效的？
莱茵河治水的理念、做法和经验，很值
得我们体悟和学习。（2014 年 12 期 《决
策》 秦德君）

未来中国需注重周边人脉工程

继续在改革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

12人如何治好莱茵河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 （1385 年），
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
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
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
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
连全国的 12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
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

《大诰》 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
2400 万 石 ， 而 当 时 国 库 一 年 收 入 是 2940 万
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
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
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明史》 载：“自六部左、
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
万人。”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 700
万石。由于此案涉及官员与民间豪强勾结，尤
其是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有牵涉其中，因此江
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有因此案破产者。

“郭桓案”被世人称为明初四大案之一，
朱元璋在此案处理过程中充分贯彻了其“重典
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的吏治思路，凡

涉案者无不遭受重刑，株连甚广。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迅速恢复经济，增

强国家经济实力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议
题，“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也就是
要同步实现民富与国强，这是朱元璋一朝的经
济基本国策。洪武元年，朱元璋晓谕百官：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
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
息之。”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全国范围内
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百姓已经逐步解决了温饱
问题。

但朱元璋发现，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有
几个问题严重干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
态：一是勋功贵族日益扰乱国家正常的社会、
经济秩序。朱元璋建国后，论功行赏，封赏百
官，勋功贵族封田遍布天下，尤其是国家富庶
之地。但是勋功贵族多有违法犯禁的行为，甚
至 “ 所 赐 公 田 庄 佃 ， 多 依 势 冒 法 ， 凌 暴 乡
里”，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朱元璋于洪武六
年命工部铸造铁榜申诫公侯，列举了“强占官

民山场、湖泊、茶园”“屯田佃户、管庄干
办、火者、奴仆及亲属人等依势凌民、侵占财
务者”等多种违法乱禁的情形及处理规定。

二是地方豪强实力渐强，并与勋功贵族、
各级官吏逐步勾结。以富庶的江浙地区为例，
自古以来就有“天下税赋半江南”“苏松税赋
半天下”的说法，也是豪强地主数量最多的地
区，当地的大地主为逃避赋税，“大率以田产
寄他户”。“他户”就是明初的勋功贵族。同
时，地方豪强与各级官吏勾结，或通过伪造册
书、谎报灾荒的方式，骗取国家救灾粮款；或
隐瞒田产逃避税收；或将本应由地主负担的赋
税转移至百姓头上，“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
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一个由勋功贵族、中
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地方豪强组成的既得利益
集团已经形成。

早在“郭桓案”爆发之前，经济领域已经
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洪武十三年 （1380
年），吏部奏报，全国“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
及 500石者达 364处”，显示出国家税收能力受

到了影响。而到“郭桓案”爆发时，暴露出来
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浙西一地秋粮应上缴
450 万石粮食，郭桓与浙西官员上下其手，只
上缴粮、钞等合计 200万石，郭桓自己收钞 50
万贯，剩余由当地官员瓜分；应天等五府夏税
秋粮等全部被瓜分，“无一粒上仓”。这表明，
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被严重扭曲，中央在
经济领域的权威已经遭到了巨大的侵蚀，无怪
乎朱元璋要痛下杀手。

“郭桓案”历时不到 4个月，雷霆万钧，朝
野震惊。朱元璋通过查办“郭桓案”，基本达
到了预期目的：首先澄清了吏治，健康了国家
的政治生态。“郭桓案”的表现形式是针对官
僚队伍的反腐败行为，该案涉及人员，上至六
部尚书，下至地方小吏，凡有牵涉其中者，无
不遭到了严刑处罚，形成了极大的震慑效果，

“一时守令畏法……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
年”。其次整顿了国家经济秩序，增强了中央
的经济权威。“郭桓案”摧毁了由勋功贵族、
官僚、地方豪强组成的腐败网络，隐瞒的土

地、人口重新纳入政府税收范围。同时，豪强
地主的破产，扩大了农村自耕农的比重，为社
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直接促成了“永
乐盛世”的出现，史载“洪永熙宣之际，府藏
衍溢”。

最后还要提一点，“郭桓案”促成了大写
数字的出现。“郭桓案”后，朱元璋将记账的
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
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杜绝
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

从“郭桓案”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反腐败不仅仅是一种澄清吏治的政治行为，而
是有着丰富政治经济内涵的重要举措。腐败的
出现意味着社会经济、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
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出现了扭曲，而反
腐败恰恰就是对扭曲了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腐败是政治
学，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2015 年 1 月 2 日

《检察日报》 柴杰）

郭桓案：反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